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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否存在?
*

———对后生育率转变国家（地区）生育率长期变化趋势的观察

吴 帆

【内容摘要】文章以总和生育率低于 1． 5 持续时间达到 20 年及以上作为低生育率陷阱的判断标
准，对 66 个 1997 年之前进入后生育率转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变化趋势进行观察，有 3 个主
要发现:一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偶然的存在，而且低生育率陷阱风险已经从 22 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 二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避免，有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从未降到
1． 5 以下，其中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 1． 7 或 1． 8 以上; 三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
以摆脱，但摆脱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只是少数。由于生育率长期在低生育率陷阱临界水平上波动，平均
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以及其他对生育率具有负面影响的人口学因素的强化，中国已经面临着

低生育率陷阱的高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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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低生育率陷阱的争论

低生育率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人口现象，与老龄化问题所得到的关注程度几乎不相上下。很
低或极低生育水平一方面会导致人口迅速衰退; 另一方面会造成高度的人口老龄化。这无疑是每个
国家都希望避免或解决的人口危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生育率转变，在
后转变时期的生育率走势出现了分化，一些国家的生育率维持在略低于更替水平的水平上，同时也有

更多国家的生育率继续下降到很低甚至极低的水平。由此产生了 4 个关键问题: 第一，是什么原因导
致了很低和极低生育率? 第二，很低和极低生育率是否能够避免? 第三，很低和极低生育率是否是一

个长期的现象? 第四，很低和极低生育率是否能够回升至相对较高的水平? 经典的生育理论无法回

答上述问题，由此，西方人口学家创立了一些新的生育理论，力图对后生育率转变时期很低和极低生

育率现象做出解释。这些理论主要包括“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Lesthaeghe and Van de Kaa，1986) 、
“进度效应”理论( Bongaarts and Feeney，1998) 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 Lutz and Skirbekk，2005) 。其
中，“低生育率陷阱假说”力图回答上述问题中的后两个也是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
“低生育率陷阱假说”是由 Lutz 等人( 2005、2006) 提出的，其中，Lutz和 Skirbekk在 2005 年发表的
题为“低生育率国家进度效应的应对政策”的文章中指出，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这种非
线性的政策反馈机制使得 1． 5 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成为两种不同人口形态的“分水岭”，一旦越过
这个分界，形势就很难逆转，因而形成了一个“陷阱”。澳大利亚人口学家 McDonald( 2006) 认为，各国
通过生育支持政策努力避免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少于 1． 5 是明智之举。生育率并非一定要回升
到更替水平，在更替水平与 1． 5 之间有一个“安全区”( Safety Zone) 。在这个安全区内，低生育率对未
来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可以通过移民抵消，或者可以使劳动力供给减少的速度减缓或可控。但是，生育
率低于 1． 5 的国家则需要采取政策把生育率提升到 1． 5 以上的安全区。McDonald( 2002) 还曾提出过
“适当水平”( Moderate Level) 生育率概念，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 1． 7 ～ 1． 9 个孩子。所谓“陷阱”是指
一种难以摆脱的不利状态，或者说，是一种需要花费很大努力才能摆脱的不利状态。“低生育率陷阱”
也是如此，无论是 Lutz和 Skirbekk还是 McDonald，他们之所以把总和生育率 1． 5 作为陷阱或危险区的
临界，一方面是从生育支持政策的角度考虑; 另一方面是基于对低生育率国家的经验观察，即与总和

生育率处于 1． 5 以上的国家相比，总和生育率降到 1． 3 或 1． 4 的国家想要提高生育率会面临更大的困
难( McDonald，2005; Lutz et al．，2006) 。为了解释低生育率的锁定效应，Lutz等人( 2006) 发表了“低
生育率陷阱假说: 可能导致欧洲的生育进一步推迟和出生减少的力量”一文，从出生规模迭代关系、低
生育文化代际传递和消费竞争性等 3 个机制分析了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过程”( Self-reinforcing
Process) 。
与各国政府对低生育率陷阱的政策反应的一致性不同，一些学者对“低生育率陷阱假说”持有异

议( Morgan，2003; Goldstein et al．，2009) ，尤其是这一假说面对着很低或极低生育水平国家 1990 年代
末以来出现的生育率回升证据的挑战。不过，人口学家们对这个新现象的认识和判断仍存在着分歧，
有学者认为“极低生育率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归宿和死局”( Morgan，2003) ，更为乐观的观点认为，极低
生育率只是因生育年龄推迟而导致的一种“过渡现象”( Transitional Phenomenon) ，“极低生育率时代
已经结束”( Goldstein et al．，2009) ; 另一些人口学家则认为这种回升的幅度非常有限，而且大多数国
家的生育率回升只不过是因为生育推迟的减缓( Bacci，2013) ，以及那些在年轻时没有生育的女性在
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开始生育( Bongaarts and Sobotka，2012 ) 。近年来，我国人口学家也开始关注和讨
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 石人炳，2010; 沈可等，2012; 靳永爱，2014) ，尤其是“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后，因生育率回升表现不尽如人意，研究者们更为关注我国是否存在低生育率陷阱风险或者

是否已经陷入其中，并且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过分强调“低生育率陷阱”和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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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可逆转是偏离事实的，有悖常理的( 周爽、黄匡时，2015 ) ，断言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或面

临“低生育率陷阱”的严重风险还为时过早( 靳永爱，2014) ，现阶段中国的生育水平的确较低，但在未

来短期内，不太可能降至部分欧洲国家和日、韩等国家或地区曾经达到的“很低”或“极低”的水平( 陈

佳鞠、翟振武，2016)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低生育意愿”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后，妇女生育率

回升的潜力呈不断缩小的态势( 陈友华、苗国，2016 ) ，从欧洲一些国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的前车之鉴

和中国的现实判断，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的高度风险期( 吴帆，2016 ) ，伴随着长期低生育引起

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王

广州等，2018) ，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陷入内生性、意愿性、文化性低生育陷阱( 穆光宗，2015) 。
那么，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否存在? 我们可以从两条研究路径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一条是从理论

上分析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出现低生育率陷阱; 另一条是对低生育国家生育

率长期变化现实的观察。本文选择的是第二条研究路径，因为低生育率陷阱假说本质上是对长期很

低生育率状态的一种描述性判断，所以回归于对现实的再观察就显得更为重要。例如，Goldstein 等人

( 2009) 质疑低生育率陷阱的证据就是基于对 1998 ～ 2008 年低生育国家生育率变化的观察。众所周

知，对于包括生育率在内的人口现象变化的趋势性和规律性的认识需要长期的观察，换言之，观察的

期限不同，所看到的情况便有可能不同，进而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2 对后生育率转变时期生育率变化的国际观察

本文以总和生育率在1997年之前降到2．1的国家（地区）作为分析对象，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德国马

普人口研究所(MPIDＲ)和奥地利维也纳人口研究所(VID)生育率数据库，以及一些国家（地区）的官方最新

统计数据，把观察期延长至2016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延长至2017年)。由此，每个国家（地区）的观察

期是以二战以后总和生育率首次①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年份为起点，以 2016 年( 部分国家和地区是

2017年)为终点，即每个国家（地区）至少有20年的观察期。根据上述数据来源，进入观察样本范围的国家和

地区共计 66 个。
2． 1 低生育率陷阱不是偶然的存在

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有两个基本标准: 一是总和生育率低于 1． 5 ( McDo-
nald，2005; Lutz et al． ，2006) ，二是总和生育率低于 1． 5 持续的时间。对于第二个标准，低生育率陷

阱假说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概念，但从其对低生育率陷阱及其形成机制的表述和分析来看，肯

定不是一个暂时或短期现象。本文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地区）很低生育率持续的时间超过20年，就可以判

定这个国家（地区）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因为在人口学意义上，20年涵盖了代际更替时间，或者说“一代人”
的时间。

根据上述两个标准，截至 2017 年，世界上至少有 16 个国家和地区正处于或曾经处于低生育率陷

阱之中( 见表 1) 。在未来几年内，波黑、摩尔多瓦、马耳他和中国台湾都非常有可能加入这个行列，其

中，摩尔多瓦的总和生育率自 2002 年以来一直处于 1． 3 以下的水平，中国台湾的情况也是如此，2004
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一直低于 1． 2。南欧的圣马力诺和安道尔也很可能已落入低生育率陷阱，圣

马力诺 2017 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 0，安道尔 2006 ～ 2010 年的总和生育率在 1． 18 ～ 1． 27 之间，因缺

乏其他年份数据，所以这两个国家没有纳入表 1。如果把它们包括在内，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和

地区就达到了 22 个，在 66 个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间超过 20 年的国家和地区中占三分之一，在

45 个总和生育率有记录低于 1． 5 的国家和地区中占将近二分之一。其中，德国在低生育率陷阱中的

① 比利时、瑞士、瑞典、美国的总和生育率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初都曾降到 2． 1 以下，详见 World Fertility Data．
http: / /www． un． org /en /development /desa /population /publications /dataset / fertility /wfd2017．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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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最长，达到了 40 年，意大利、中国香港、奥地利和西班牙都超过了 30 年。由此可见，低生育率陷
阱的确存在，而且并非偶然现象。低生育率陷阱不是偶然的存在还有另外两个证据: 一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断有国家和地区落入陷阱; 二是低生育率陷阱不仅发生在欧洲，而且还出现在东亚，无
论是西方文化背景还是东方文化背景，都有国家和地区落入这个陷阱。

表 1 总和生育率低于 1． 5 持续 20 年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截至 2016 年)
Table 1 Countries and Ｒegions with TFＲ below 1． 5 for 20 Years or Over ( up to 2016)
国家和地区 起始年 持续时间( 年) 国家和地区 起始年 持续时间( 年)

德国 1975 40 海峡群岛 1994 23
意大利 1984 33 乌克兰 1995 22
中国香港 1985 32 日本 1995 22
奥地利 1985 31 匈牙利 1996 21
西班牙 1987 30 斯洛伐克 1996 21
希腊 1989 28 波兰 1998 20
中国澳门 1992 25 韩国 1998 20
葡萄牙 1994 23 新加坡 1998 20
资料来源: 中国台湾的数据引自MPIDＲ and VID，The Human Fertility Database ( HFD) ． ht-

tps: / /www． humanfertility． org /cgi-bin /main． php;2017年波兰数据引自波兰中央统计局，http: / /
stat． gov． pl /en / topics /population /population /demographic-situation-in-poland-up-to-2017-births-
and-fertility，8，1． html;2017年新加坡数据引自新加坡统计局，https: / /www． singstat． gov． sg / find-
data /search-by-theme/population /births-and-fertility / latest-data;2017 年韩国数据引自韩国统计
局，http: / /kostat． go． kr /portal /eng /pressＲeleases /1 / index; 表中其他数据引自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注: ( 1) 奥地利的总和生育率在 1991 ～ 1993 年曾经回升到 1． 5 和 1． 51，1994 年又降到
1． 47。2016 年世界银行数据是 1． 49，MPIDＲ and VID 的数据是 1． 53。( 2) 希腊的总和生
育率在 2008 和 2009 年曾回升到 1． 5，2010 年又降到 1． 45。( 3) 葡萄牙的总和生育率在
1999 和 2000 年曾分别回升到 1． 5 和 1． 55，2001 年又降到 1． 45。( 4) 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
曾在 2000 年回升到 1． 6，2001 年又降到 1． 41。( 5) 2017 年，波兰的总和生育率为 1． 42，新
加坡的总和生育率为 1． 16，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 05。

2． 2 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避免
低生育率陷阱虽然不是偶然的存在，但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生育

率转变完成后都走向很低或极低生育水平。在本文所观察的 66 个样本中，有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总
和生育率从未降到过 1． 5 以下，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半数国家和地区都保持在 1． 7 或 1． 8 以上，
一些国家甚至在长达 40 多年的时间里都是如此( 见表 2) ，尤其是美国和法国，它们最低的总和生育
率也达到 1． 80 和 1． 73。此外，还有几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虽然降到过 1． 5 以下，但持续时间很短，例
如，芬兰( 1973 年) 和加拿大( 2000 年) 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 年降到过 1． 49，荷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2
年( 1983 和 1984 年) 降至 1． 47 和 1． 49，丹麦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6 年( 1981 ～ 1986 年) 在 1． 38 ～ 1． 48
之间，在其他大多数年份，这 4 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由此可见，很低或极
低生育率并非后生育率转变时期生育率变化的必然归宿。
2． 3 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以摆脱
在曾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中，德国和奥地利已经摆脱了陷阱。根据 OECD 统计数

据，德国和奥地利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于 2015 和 2016 年回升到 1． 60 和 1． 53 的水平①。这对于长期处

① 世界银行数据所呈现的德国和奥地利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要低一些，德国为 1． 50，奥地利为 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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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很低和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而言，是一个积极信号。如果把总和生育率低于 1． 5 持续时间达到 15
年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也纳入观察样本的话，截至 2016 年，在总和生育率低于 1． 5 持续 15 年及以上
的 28 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 1． 5 以上( 见表 3 ) ，占总数的
35． 7%。除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外，瑞士和爱沙尼亚的总和生育率也分别在降到 1． 5 以下的 13 年和 12
年之后回升到 1． 54 和 1． 60。

表 2 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 1． 5 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Table 2 Countries and Ｒegions with TFＲ above 1． 5

国家和地区 观察期 最低 TFＲ 国家和地区 观察期 最低 TFＲ
瑞典 1968 ～ 2016 1． 50 黑山 1989 ～ 2016 1． 67
比利时 1972 ～ 2016 1． 51 法属马提尼克岛 1991 ～ 2016 1． 81
美国 1972 ～ 2016 1． 80 爱尔兰 1991 ～ 2016 1． 84
英国 1973 ～ 2016 1． 63 格鲁吉亚 1992 ～ 2016 1． 59
法国 1975 ～ 2016 1． 73 百慕大 1995 ～ 2016 1． 61
挪威 1975 ～ 2016 1． 66 阿鲁巴 1994 ～ 2016 1． 76
澳大利亚 1976 ～ 2016 1． 74 亚美尼亚 1995 ～ 2016 1． 61
新西兰 1978 ～ 2016 1． 89 朝鲜 1996 ～ 2016 1． 91
巴巴多斯 1979 ～ 2016 1． 7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94 ～ 2016 1． 74
古巴 1979 ～ 2016 1． 57 阿塞拜疆 1996 ～ 2016 1． 80
冰岛 1984 ～ 2016 1． 80
资料来源: 表中数据引自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表 3 总和生育率低于 1． 5 持续 15 年及以上但回升到 1． 5 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Table 3 Countries with TFＲ below 1． 5 for 15 Years or More but Ｒising Back to above 1． 5

国家和地区
TFＲ低于 1． 5 的
持续时间( 年)

最低 TFＲ
TFＲ升至 1． 5
以上的年份

2016 年 TFＲ

俄罗斯 15 1． 20 2008 1． 75
罗马尼亚 17 1． 27 2008 1． 64
捷克 17 1． 13 2008 1． 63
斯洛文尼亚 18 1． 20 2008 1． 57
保加利亚 15 1． 09 2008 1． 54
立陶宛 13 1． 23 2009 1． 69
白俄罗斯 15 1． 23 2011 1． 73
拉脱维亚 17 1． 09 2013 1． 74
德国 40 1． 24 2015 1． 60
奥地利 31 1． 33 2016 1． 53
资料来源: 表中数据引自 OECD Database． https: / /data． oecd． org /pop / fertility-

rates． htm。

这 10 个国家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东欧国家和苏联加盟共和国; 另一组是德语国家。第一组国
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先后发生了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并在随后几年
中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总和生育率在 1990 年代中期或后期都降到了 1． 3
以下的极低水平。1990 年代末，这些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生育率也开始回升，从 2008 年开始陆续达
到 1． 5 以上( 见图 1) 。2016 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总和生育率都超过了 1． 7。由此来看，
这组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之所以降到很低和极低水平，以及后来较快地回升到“安全区”是有特殊原因
的。第二组国家( 德国和奥地利) 也具有鲜明的共同特征: 其一，它们都是德语国家，具有相同或相似
的文化背景; 其二，它们都曾长期处于很低生育水平，是典型的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 其三，与第

一组国家相比，其总和生育率开始回升的时间较晚，奥地利是从 2008 年开始，德国是从 2010 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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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其生育率的回升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时间上没有显现出因果或相关关系，因为无论是德国还是奥

地利，在生育率回升期间的经济增长表现与之前相比并没有改善，2009 年甚至出现了 － 4% ( 奥地利)
和 － 5． 3% ( 德国) 的负增长。因此，与俄罗斯等国相比，德国和奥地利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的原因更值
得研究，因为其中可能蕴含着更值得处于低生育率陷阱或面临低生育率陷阱风险的国家借鉴的经验，

例如，德国和奥地利从 2003 年开始不断加大鼓励生育的政策力度。需要注意的是，德国生育率的回
升也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把德国分为原东德和原西德两个区域来看，1991 年以来，原西德总和生育
率的变化相对平缓，原东德总和生育率则呈现出大幅度波动，在德国统一后的最初 6 年( 1991 ～ 1996
年) 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 1，1990 年代末以来的回升速度也明显高于原西德( 见图 2) ，这意味着德
国生育率的变化主要是由原东德主导的。

图 1 俄罗斯和部分东欧国家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Figure 1 TFＲ Changes in Ｒussia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资料来源: 保加利亚 2010 ～ 2016 年数据引自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图中其他数据引自MPIDＲ and VID，The Human Fertility Database ( HFD) ． https: / /www． humanfertility． org /
cgi-bin /main． php。

图 2 原东德和原西德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Figure 2 TFＲ Changes in Former East and West Germany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引自 MPIDＲ and VID，The Human Fertility Database ( HFD) ． https: / /www． humanfertility． org /

cgi-bin /main．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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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并非容易之事
从 20 世纪末开始，几乎所有处于很低和极低生育率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支持和鼓励生育的政

策，并不断加大力度( 吴帆，2016; 杨菊华、杜声红，2017; 蒙克，2017) ，而且进入 21 世纪以来，其中一些
国家的生育率出现了积极变化，但另一方面，大多数很低或极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仍处于

1． 5 以下。在符合本文严格定义的 16 个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中，目前只有德国和奥地利
刚刚脱离了陷阱。其他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变化可以分为 3 种情况: ( 1) 生育水平曾有回升，但
未达到 1． 5 就再次回落，这类国家和地区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波兰、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其中，
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2016 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只有 1． 17、1． 20 和 1． 21; ( 2) 生育率曾提高到 1． 5
及以上，但很快又回落到 1． 5 以下，这类国家包括希腊和乌克兰，希腊的总和生育率曾在 2008 和 2009
年达到了 1． 5，2013 年又降到了 1． 29，2016 年为 1． 33，乌克兰的总和生育率在 2012 年回升到 1． 53，但
2016 年又降到了 1． 47; ( 3) 生育率缓慢上升，但仍未达到 1． 5，这类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匈牙利、斯洛
伐克、葡萄牙、中国澳门和海峡群岛，其中，葡萄牙和中国澳门 2016 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 31。这些
情况表明，要彻底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并不容易，Goldstein 等人( 2009) 的观点过于乐观了。在不断加大
鼓励生育的政策力度的情况下，德国和奥地利刚刚脱离低生育率陷阱，但其生育率的未来走势如何，

仍需要时间做进一步观察。
2． 5 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并没有减弱
从全球来看，目前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并没有减弱。1990 年世界上总和生育率低于 1． 5 的国家

和地区只有 7 个，2000 年增加到 26 个，虽然 2000 年以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提高到 1． 5 以
上，但 2016 年的总数还是增加到 28 个。除了前文提到的波黑、摩尔多瓦、马耳他、中国台湾、圣马力
诺和安道尔等国家和地区落入低生育率陷阱几乎已成定局，还有几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着落入低生育

率陷阱的高度风险，包括塞尔维亚、塞浦路斯、克罗地亚、列支敦士登、马其顿、毛里求斯、波多黎各和
泰国。塞尔维亚的总和生育率自 2005 年以来一直低于 1． 5; 塞浦路斯自 2006 年以来一直低于 1． 5，
2016 年降到1． 34; 克罗地亚在 1998 ～ 2016 年间有 13 年低于 1． 5，并且在 2012 年以后一直处于下降之
中，2016 年为 1． 4; 列支敦士登在 2002 ～ 2016 年间有 11 年低于 1． 5，2016 年为 1． 4; 马其顿自 2004 年
以来一直在1． 5 上下波动; 毛里求斯在 2012 年降到 1． 5 以下，2015 和 2016 年分别仅为 1． 36 和 1． 4; 泰
国和波多黎各分别于 1991 和 1995 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一直处于单调下降之中，波多黎各在
2012 年降到1． 5 以下，2016 年降到了 1． 3，泰国在 2015 年降到 1． 5 以下。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相比，
低生育率陷阱风险覆盖的范围正在扩大，不再仅局限于欧洲和东亚，而是扩散到东非、东南亚、加勒比
海地区，也不再仅局限于发达国家，而是开始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蔓延。

3 中国是否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风险

如前文所述，学术界对于中国是否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风险存在着争论，之所以有不同的观点，

关键是对低生育率陷阱风险的判断标准不同。对于中国低生育率陷阱风险是否存在的判断标准不应
只是生育水平的单一维度，而且还要考虑到影响生育水平的其他因素，尤其是生育意愿和一些重要的

结构性因素。从多维角度看，本文认为中国已处于低生育率陷阱的高风险期，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生育率长期在低生育率陷阱临界水平上波动。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在 1． 6 左右的水平上已经持续了 20 年( 见图 3 ) ，19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很可能曾经降到了 1． 5 以
下( 郭志刚，2011) 。世界银行的数据也显示，1999 和 2000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低于 1． 5。赵梦晗
( 2015) 在调整了 2000 和 2010 年两次普查女性人口数漏报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分
布模式估算出 2000 ～ 2010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 6 左右。一些人口学家认为中国的低生育率与
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陶涛、杨凡，2011; 陈卫，2014 ) ，但是在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后，即使有过去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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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潜在生育势能，但生育率水平对政策调整的反应却非常“温和”。“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的 2014
年，全国出生了 1687 万人，比 2013 年仅仅增加了 2． 86%，2015 年又减少到 1655 万人。在“全面两
孩”政策出台后的 2016 年，全国出生人口增加到 1786 万人，但 2017 和 2018 年又分别减少到 1723 万
人和 1523 万人，尤其是 2018 年的出生人数创下了 1961 年以来出生人数的最低纪录。从这个变化看，
中国人口的生育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导致中国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生育政策，
至少 2000 年以来的情况是如此。在对中国低生育率形成原因的认识中，现代化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
被严重低估了。在这方面，泰国可能是一个值得参照的样本。泰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佛教和东方文
化特征，并且没有实行生育控制政策，因此，泰国生育率的转变和走向低生育率主要是由现代化推动

的。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
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1991 年泰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的人均 GDP为 1716
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 0． 583。进入后生育率转变阶段以后，泰国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之中，2013
年降到 1． 6 以下，2015 年降到 1． 5 以下( 见图 3 ) 。2016 年泰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 48，人均 GDP 为
5979 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 0． 785。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比泰国晚一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当时的人均
GDP只有 366 美元，不到泰国水平的四分之一，人类发展指数为 0． 521，也明显低于泰国。换言之，中
国的总和生育率是在远比泰国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这种情况表明计划生育

政策在中国生育率快速转变中确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是，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加
速，人均 GDP在 2001 年超过 1000 美元，2011 年达到 5634 美元，超过了泰国当时的水平( 5491 美元) ，
2017 年提高到 8827 美元，比泰国高出 2233 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 0． 752。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泰国，这意味着现代化因素是中国现阶段低生育率形成的根本原因。

图 3 1990 年以来中国和泰国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Figure 3 TFＲ Changes in China and Thailand since 1990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引自 World Bank，Health Nutrition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https: / /databank． worldbank． org /da-
ta /source /health-nutrition-and-population-statisticshttps。

其次，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中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最大风险是生育意愿大大低
于更替水平。从国际经验看，生育意愿普遍低于更替水平的现象在 1980 年代才出现，大大滞后于很
低和极低生育率出现的时间。1985 年奥地利年轻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开始低于更替水平( Sobotka，
2009) ，1990 年代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年轻人的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数都降到了 2 个孩子以
下，2002 年捷克、匈牙利、荷兰和西班牙的年轻女性平均生育意愿在 1． 80 ～ 1． 85 之间( Goldstei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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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3) ，2001 年奥地利和德国年轻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 1． 7 个( Sobotka，2009) 。相比之下，
中国目前的平均生育意愿水平更低，许多调查结果都显示平均理想子女数不到 2 个孩子( 王军、王广
州，2013; 庄亚儿等，2014; 张晓青等，2016) 。田文静和罗阳( 2017 ) 对 2003 ～ 2013 年在上海、北京、江
苏、河南、河北、山西等地进行的各项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所做的归纳显示，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在 1． 10
( 上海 2003 年) 和 1． 88 ( 河南 2007 和 2011 年) 之间。风笑天( 2017) 对 2006 年以来进行的 8 项针对
“具有现实性”的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总结表明，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调查对象平均意愿
生育子女数只有 1． 36 个。但是，人口学家对这种生育意愿水平的人口学含义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学
者认为平均生育意愿达到 1． 8 个孩子属于较高水平( 靳永爱，2014; 周爽、黄匡时，2015 ) ，另一些学者
则对中国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意愿表示担忧( 郭志刚，2010; 顾宝昌，2011; 沈可等，2012; 陈友华、苗
国，2015) 。国际经验表明，在后生育率转变阶段，意愿生育子女数小于理想子女数，平均实际生育孩
子数低于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 Bongaarts，2001) 。根据这个逻辑关系，中国育龄人口的平均意愿生育
水平如此之低，其中已经蕴含着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高度风险。如果意愿生育水平不能出现显著提
高，中国的生育率必然会走向极低水平。
再次，一些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的人口学因素已处于强化之中。一是女性的初婚、初育年龄进一

步推迟，而且与很低和极低生育率国家女性的初婚、初育年龄相比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这意味着进
度效应对总和生育率的压低作用还将进一步加大。二是女性适婚年龄单身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与一
些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目前的生育政策、社会规范和生育文化对婚外生育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因此，婚
外生育事件非常少。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单身女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总和生育率水平的下降。
三是不孕不育率不断提高。侯丽艳( 2011) 对安徽、四川、河南的 6 个县市 2005 和 2006 年结婚女性的
研究结果显示，不孕症发生率为 7． 4%，其中结婚年龄为 30 岁及以上女性的不孕率为 12． 5%。据报
道，2009 年 8 月 22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不孕不育高峰论坛上发表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
告》称，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从 20 年前的 3%攀升到 12． 5% ～ 15%。健康报官网 2016 年 1 月
1 日刊登的《2015 不孕不育大数据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不孕不育的发病率高达 15%左右，且呈
现出不断攀升与年轻化的趋势。此外，自愿不生育夫妇的数量也将会增加。

4 总结

低生育率陷阱是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严重威胁，也是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

严重威胁。从国际经验看，低生育率陷阱并非是偶然的存在，而且一旦落入至少要做出很大努力才能
摆脱。从中国的情况看，即使目前还没有落入这个陷阱，但已经面临着高度风险，如果育龄群体的意
愿生育水平没有提高，如果意愿生育水平实现程度没有提高，生育率极有可能降到很低甚至极低的水

平。虽然应对因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办法并非只有提高生育率这一条途径，但提高生育
率是一条治本之道。从目前的生育率变化情况来看，“全面两孩”政策显然不足以支持中国人口的长
期均衡发展，因此需要全面解除生育限制，并且为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意愿实现程度提供积极的支持

性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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